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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和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国和跨地区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世界银行

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方言距离对企业跨省份销售行为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识别因果关

系及其深层历史根源，本文利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跨区域移民信息构造了方言距离的工具

变量。研究表明，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

企业所在城市与销售目的市场之间的方言距离越大，企业进入该市场的可能性越小。本文

的研究还表明，地域文化差异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经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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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交融并存，表现之一就是普通话与方言并行不悖。

为了规范现代汉语的使用，中国政府从 1956 年开始推广普通话，1982 年将“国家推广全国

通用的普通话”写入宪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普通话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但是，

方言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在广泛地使用方言，形成了

普通话与方言并用的局面。根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2006）的统计，全国能

够使用汉语方言与人交谈的比例占 86.38%，并且有 80.82%的人在与家里人交谈时常使用

方言。

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和《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的划分，中国汉语方言分为

九个方言大区：官话、晋语、赣语、徽语、吴语、湘语、客家话、粤语和平话。方言大区之下又可

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方言层级：方言区和方言片。例如，官话方言大区内包含北京官话、冀鲁

官话、中原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和蓝银官话等多个次级官话方言

区。方言作为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一种口语，一方面是人们表达、沟通的媒介以及经

济活动中交流的载体；另一方面是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族群划分和身份识别的重要维度。

方言的两重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深刻影响。

方言地理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历史地理学和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汉语方言的分

化以及方言地理格局的演化与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历史上大规模人口迁

移、行政区划、山川阻隔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是历史上的数

次大规模移民（周振鹤、游汝杰，2006），移民引起方言的消亡、更替、融合、并用等变化。方言

演化的种种不同形态，与移民数量的多寡、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以及移民和土

著的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移民史是方言地理及其经济影响的深

层历史动因。

除了方言所代表的多元地域文化，本文的另一个现实背景是巨大的经济体量之下，独具

中国特色的既分割又融合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国广阔的地理疆域以及不同地区之间普遍存

在的贸易壁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国际贸易的空间结构（Poncet，2003；2005；黄玖立、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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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明，2012；Huang et al.，2015）。有关中国区域间贸易的讨论通常聚焦于两类贸易壁垒：第一类是自然、地理

和技术类的因素，第二类则是政策性和制度性的因素。第一类因素与国际贸易类似，主要包括企业在贸易过

程中，为克服地理距离所面临的运输和通讯成本（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便利程度。在第二类因素中，讨论最多的则是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区

域市场壁垒（李善同等，2004；Xu and Fan，2012；叶宁华、张伯伟，2017），即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制度框架

之下，地方官员出于本地经济绩效和自身政治晋升的考虑，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各类手段阻止外地企业进

入本地市场，从而达到保护本地企业的目的（周黎安，2004）。此外，从前文有关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的论述

中，我们会很自然地意识到，除上述两类传统因素外，很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类相对隐性的区域贸易壁垒，即由

语言、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贸易成本（Lameli et al.，2015；Guiso et al.，2009）。这种微妙的“文化壁垒”在现实

中往往不易被人们觉察，已有文献也对其关注较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研究主题聚焦于语言、文化差异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试图回答如下问题：方言所

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会构成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障碍吗？或者反过来说，不同地区在方言与文化上的趋近

能够推动这些地区之间的贸易吗？ 进一步地，方言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区域间贸易？方言影响区域间贸易的

深层根源又是什么？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1）首先根据各地区的方言归属，构造了区域间的方言距

离，来度量不同地区之间方言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程度，然后结合世界银行调查数据所提供的中国企业跨省

销售的信息，实证检验了方言与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2）如前文所述，历史地理学和汉语语

言学的研究认为，影响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是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因此，我们依据历史学

文献中关于大规模移民的记载和研究，收集整理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大规模跨省份移民的信息，并据此构造了

双边历史移民变量作为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从而进一步识别和检验方言影响区域间贸易的历史根源。（3）本

文通过排除交流障碍，验证了方言的“文化效应”；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定制化生产的角度，进一步识别了方言

与地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区域间贸易的机制。此外，我们还从企业生产率、规模、广告策略等多个

维度，考察了方言文化影响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表明：（1）方言距离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具体而

言，在其他条件一定时，方言距离的增大显著降低了企业跨省份销售的概率，亦即企业更倾向于进入方言与本

地接近、地域文化与本地趋同的外省市场。（2）工具变量回归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验证了本文

核心结论的可信性。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历史上的移民关系与方言距离具有较

强的相关性，并且仅通过方言的渠道影响现今企业的跨区域贸易活动。这表明方言、文化对区域间贸易的影

响，可以视为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一种长期影响。（3）方言与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影响企业跨区域

贸易的重要机制。而且，方言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企业层面的异质性：高生产率企业和大企业在跨区域贸易的

选择上，受方言文化的约束较小；积极的广告营销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克服方言文化障碍。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1）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方言经济影响这一领域的文献。与已有众多研究

不同，本文将目光转向方言文化对企业区域间贸易的影响，并利用历史移民信息构造工具变量，进一步挖掘了

这种影响的历史根源。（2）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企业在国内区域间贸易行为的理解。由于数据所限，现有

关于国内区域间贸易的研究，集中于对区域间贸易壁垒（市场分割、边界效应）及其形成因素、经济影响的测度

与分析，鲜有对贸易模式的直接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分析更是凤毛麟角。本文从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微观

行为入手，对中国国内区域间贸易的模式给出了一个基于文化和历史视角的解释。（3）本文为语言、文化与国际

贸易这一经典命题提供了一个来自“国内”企业层面的证据。相比于现有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

“国内”企业数据的研究在识别因果关系、具体影响渠道以及考察企业异质性等 3个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与描述；第四部分是模型与

估计策略，包含基准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部分；第五部分报告并分析估计结果；第六部分是进一步讨论，包括影

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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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机制探讨、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3个方面；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

与国际贸易研究相比，有关国内区域间贸易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深度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造成这

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缺乏。正因此，已有关于国内区域间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区域间贸易壁垒

（市场分割、边界效应）及其形成因素（Poncet，2003；2005；Xu and Fan，2012；潘文卿、李跟强，2017）、经济影响

（郑毓盛、李崇高，2003；朱希伟等，2005；张杰等，2010）的测度与分析。有关贸易模式的直接研究很少，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徐现祥和李郇（2012）利用 1985~2008年中国省际双边铁路货运贸易数据，探讨了中国的省际贸

易模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在 2003年对中国企业所做的抽样调查。该数据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提供

了被调查企业的跨省份销售信息，这使得研究企业跨区域贸易的行为成为可能。本文的工作与如下几篇文献

有一定联系：黄玖立和冼国明（2012）、Huang等（2015）以及叶宁华和张伯伟（2017）。这几篇文献与本文的共

同之处在于，都利用了世界银行调查数据提供的中国企业跨省份销售的信息。前 3篇文献利用这套独特的数

据，将中国国内区域间贸易置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Melitz，2003）的视角下来考察，发现生产率的异质性不

仅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于解释企业在国内区域市场的行为同样适用。叶宁华和张伯伟

（2017）则着重考察了地方保护对企业市场扩张选择的影响。本文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从企业跨区域市场进

入的微观行为入手，对中国国内区域间贸易的模式给出了一个基于文化和历史视角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还拓展了有关方言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已有文献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类关注地区内部方言

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影响，另一类则关注不同地区之间方言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影响。现有文献中，第一类研究

主要考察了方言的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徐现祥等，2015）、地区开放（李光勤等，2017）和社会信任（黄玖立、刘

畅，2017）等方面的影响，这些研究均验证了方言复杂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证。

在第二类研究中，一部分文献从个体层面考察方言差异的影响。比如，Falck 等（2012）、李秦和孟岭生

（2014）以及刘毓芸等（2015）分别以德国和中国为背景，考察了方言对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Chen 等

（2014）研究了流入上海的劳动力所掌握的上海方言对其收入的影响。戴亦一等（2016）考察了方言对公司治

理的影响，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方言一致性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此外，魏下海等（2016）还

考察了方言技能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另一部分文献则关注方言差异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比如，Her⁃
rmann-Pillath 等（2014）、高翔和龙小宁（2016）、阮建青和王凌（2017）、刘毓芸等（2017）及林建浩和赵子乐

（2017）分别从市场分割、行政区划、市场制度、资源配置和技术扩散的角度，考察了方言差异对区域发展的

影响。

本文的研究与第二类文献联系更加密切。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将目光转向方言文化对企业区域间贸易

的影响，并进一步挖掘了这种影响的历史根源，从而为我们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方言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与语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语言影响贸易即商品的

跨区域销售。在国际贸易研究的经典框架——引力模型中，语言因素是必备的要件。然而，长期以来，在大多

数研究中，“共同语言”通常只是作为控制变量的“配角”出现，往往并非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经济学

家通过吸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语言、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运用跨国数据予以检验

（Melitz，2008；Lohmann，2011；Melitz and Toubal，2014；Egger and Lassmann，2015；Fidrmuc and Fidrmuc，
2016）。已有文献认为，语言大体上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国际贸易。其一，显而易见地，两个国家使用相同或者

相近的语言，可以显著降低沟通成本。一方面，如果两个国家的语言比较相近，那么，其中一国的国民学习和

掌握另一国的语言就比较容易，比如很多讲西班牙语的人也能讲（至少可以听懂）葡萄牙语；另一方面，对于那

些不会外语的人来说，相近语言的翻译成本也通常比较低。其二，语言的相近性往往意味着两国在文化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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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方面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不可低估。比如，巴西主要使用葡萄牙语，正是因为巴西历史上

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且长达 300多年。历史上的关联是两国之间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的重要因素。

类似地，方言对国内区域经济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方言差异导致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会

为区际经济贸易往来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方言不仅反映着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而且在深

层次上反映着其使用者的特质，比如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用同一种方言的人之间更容易形成身份和心理

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增进彼此间的互动、信任与合作。借用Guiso等（2009）的分析，前者体现的是方言

的“交流效应”，反映的是方言作为语言的维度；后者体现的是方言的“文化效应”，反映的是方言代表地域文化

的维度。

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考察方言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实际上是在一国之内考察语言、文化对贸易的影

响（Lameli et al.，2015）。事实上，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方言与普通话并用的现实背景，恰好为我们

揭示方言影响企业跨区域贸易的具体渠道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普通话的普及可能会使方言差异对人们沟通交

流的阻碍作用大大降低，但是，“乡音”中所蕴含的乡土情结、地域归属感以及身份和心理上的认同感是很难磨

灭的。因此，方言更有可能通过“文化”而非“交流”渠道来影响企业的跨区域贸易决策。这其中的现实逻辑也

不难理解：企业在商务谈判、营销推广等商业活动中通常会使用普通话，方言差异已不大可能构成企业在市场

开拓过程中的语言障碍；但是，方言、“口音”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会成为一种无形的交易成本

（或者反过来说是润滑剂），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微妙的影响。

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文化效应”具体意味着什么呢？本文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中，

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等正式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在这种背景下，方言与地域文化及其所表征的身份认同和

人际信任，事实上扮演着非正式制度的角色，往往是构成商业“软”环境的重要元素。换言之，企业在跨区域贸

易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会关注外省份市场的制度环境，还会特别考虑地域文化的因素。因此，方言作为地域文

化的重要载体，会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渠道影响企业的跨区域贸易行为。

文化、制度等因素的经济影响往往存在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因（Nunn，2009）。比如，Acemoglu 等（2001）
和 La Porta 等（1997，1998）等一些经典研究发现，殖民统治的历史对一国制度的塑造与形成具有深刻影

响，而这些制度又会影响一国当今的经济发展。因此，殖民统治的历史是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深层动

因。鉴于此，为了更加准确地识别方言、地域文化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本文试图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的

深层动因。如前文所述，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历史上大规模

人口迁移、行政区划、山川阻隔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之中，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是决

定性的因素，移民引起方言的消亡、更替、融合、并用等变化。方言演化的种种不同形态，与移民数量的多

寡、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以及移民和土著的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振

鹤和游汝杰（2006）鲜明地指出：“人口的迁徙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方言是

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所以很显然，移民史可以用来解释方言的

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以为移民史提供佐证，两者的关系极其密切。”由此可见，移民史决定了方

言地理的格局，而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又会影响现今企业跨区域贸易的行为。因此，可以说，移民

史是方言地理及其经济影响的历史根源。换言之，方言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可以视为历史上大规模移

民的一种长期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在其他条件一定时，方言距离的增大显著降低了企业跨省份销售的概率，亦即企业更倾向于进入

方言与本地接近、地域文化与本地趋同的外省市场。

假说 2：方言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是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长期影响：历史上的移民关系与方言距离正向

相关，并且仅通过方言的渠道影响现今企业的跨区域贸易活动。

假说 3：方言与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影响企业跨区域贸易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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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与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一方面是企业区域间贸易的数据，另一方面是方言的数据。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世

界银行在 2003年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所做的抽样调查（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样本中被调查企业共计

2400家。调查问卷共有两份，一份为企业的高级经理人（senior manager）设计，要求填写关于企业在研发创新、

品牌与质量认证、市场环境、与客户、供应商及政府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税务等方面的信息；另一份问卷

为企业的会计（accountant）与人事经理（personnel manager）设计，要求填写关于企业在财务、股权结构、人力资

本和融资结构等方面的信息。第一张问卷要求填写企业在 2002年的信息，第二张问卷中的大部分问题要求

回溯至 1999年，少数问题回溯至 2000年。

该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空间上，这些企业分布在中国 15 个省份的 18 个城市，东、中、西部城市各

6 个。东部 6 个城市为大连、本溪、杭州、温州、深圳和江门；中部 6 个城市为长春、哈尔滨、南昌、郑州、武汉

和长沙；西部 6 个城市为南宁、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和兰州。在中部和西部，每个城市调查 150 家企业；

在东部，每个城市调查 100 家企业，样本内共计 2400 家企业。全部企业分布在 10 个制造业行业和 4 个服务

业行业。

如前文所述，已有文献鲜有对贸易模式的直接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分析更是凤毛麟角。造成这种局面

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缺乏。然而，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最独特之处在于由企业高级经理人回答的E13问题：“贵

公司是否销售产品至外省？”如果“是”，则要求进一步指出外销的具体省份。该问题提供了每家企业的跨省份

销售信息。依据此问题，我们构造了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某企业是否进入特定省份市场的二元变量，是为

1，否为 0。该变量刻画的是企业在 2002年跨区域贸易的决策和行为，具有“企业—所在城市—外销省份”3个

维度，其中企业所在城市（即抽样城市）18个，外销省份 29个①。由此可见，本文的样本只包括产品销售到至少

一个外省份市场的企业，而不包括不进入外省份市场的企业。

本文所使用的方言数据，来自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团队收集、整理并公开发布的“1986年中国各

县方言归属数据”。该数据集是依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系统整理

所得。《汉语方言大词典》将汉语方言从粗到细依次划分为方言大区、方言区和方言片，按照 1986年的行政区

划记录了各县方言。由于 1986~2002年（被解释变量的年份）期间，中国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调整，主要表现

为“县改市”和“地区”改“市”。在此过程中，地级行政单位所辖的县或县级市有一定调整。因此，本文首先将

1986年与 2002年的行政区划匹配对应起来，然后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依据 2002年的行政区划，确定了区县

级行政单位的方言归属。

在确定了区县级行政单位的方言归属后，本文进一步构造并计算方言距离。本文数据上的一个缺憾在

于，企业所在地为城市信息，而外销市场为省份信息（并不清楚具体进入了该省份的哪些地区），因此只能构造

和计算从“市”到“省”的方言距离。本文借鉴刘毓芸等（2015）的做法，通过如下两步构造并计算方言距离：（1）
首先确定企业所在城市所辖区县与销售目的省份所辖区县之间的方言距离，具体赋值规则如下：当二者属于

同一方言片时，方言距离为 0；当二者属于同一方言区的不同方言片时，方言距离为 1；当二者属于同一方言大

区的不同方言区时，方言距离为 2，当二者属于不同的方言大区时，方言距离为 3。（2）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区县

人口占比，利用（1）式计算得到企业所在城市 i到外销省份 j的方言距离 dia_distij：

（1）
其中，dia_distpq为企业所在城市 i所辖区县 p到外省份 j所辖的区县 q的方言距离，popup为区县 p的人口占 i

市总人口的比重，popuq为区县 q的人口占 j省份总人口的比重。采用这一方法，本文计算得到了从 18个抽样城

市分别到 29个销售目的省份的共计 522（=18×29）对双边方言距离。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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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p q pq
p q

dia dist popu popu dia d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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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步描述

在展开细致的实证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通过对样本中企业区域间贸易的简单描述，来建立起对方言与区

域间贸易的直观认识。我们聚焦样本中抽样城市数量较多，并且地域文化特征比较明显的两个地区：东北地

区和西南地区。表 1列示了东北地区每个抽样城市排在前三位的销售市场。表中第二列和第四列分别列示

了抽样城市和销售目的省份所在的方言区。最后一列报告的是，在该抽样城市中，销往对应外省份市场（第三

列）的企业数目占该市跨省份销售企业总数的比重；第三列所列示的排在前三位的销售市场，即为该比重在除

本省份和西藏外的 29个省份中排在前三位的省份。如表 1所示，东北地区各个城市排在前三位的销售市场非

常集中，主要是东北三省、山东和北京。抽样城市与销售目的省份一方面表现出方言归属的一致性，另一方面

也表现出地理上的邻近性。比如，长春市的跨省销售企业中，有超过 70%的企业将产品销往辽宁，紧随其后的

是黑龙江和北京；长春与辽宁、黑龙江既同属东北官话区，又在地理上与两省份接壤。类似地，本溪市的跨省

份销售企业进入最多的外省份市场则是吉林、黑龙江和山东。

表 2列示了西南地区每个抽样城市排在前四位的销售市场。与东北地区的情形类似，西南地区城市的主

要销售市场多为在方言和地理上比较相近的西南省份。比如，南宁市跨省份销售企业进入最多的外省份市场

依次是广东、云南、贵州、湖南。这 4个省份一方面与南宁使用相近的方言，即西南官话或粤语，另一方面也均

与南宁所在的广西接壤。

通过上述对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局部分析，不难发现，方言差异与企业跨区域贸易之间的关系十分密

切：与本地区方言相近的省份，通常也是本地企业进入最多的外省份市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方言

与地理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方言接近的省份通常也是地理上邻近的省份。因此，我们很自然地会疑问：方

言与区域间贸易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影响企业跨区

域贸易的究竟是文化因素，还是地理因素？基于东北

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局部分析所发现的结论，是否具有

一般性？本文接下来将利用系统的微观数据，通过更

加严谨的实证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四、模型与估计策略

（一）估计模型

在第二节中，我们已经详细说明了基准回归模型

中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构造与计算。被

解释变量是 i城市的企业 f是否进入 j省份市场的二元

变量（tradeijf），是为 1，否为 0，具有“企业—所在城市

—外销省份”3个维度。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 i到外销

省份 j的方言距离（dia_distij）。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

一个二元变量，本文在回归中同时使用非线性的 pro⁃
bit 模型（使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和线性概率模型

（使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来识别和估计方言距离对

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影响，以保证估计结果在回归

模型和估计方法方面的稳健性。本文所选取的控制

变量，依据其作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双边变量，此

类变量既影响双边方言距离，又影响双边贸易，因此

需要加以控制以克服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第二

类变量包括影响跨省份贸易的城市、行业、销售目的

抽样城市

大连市

本溪市

长春市

哈尔滨市

方言区

胶辽官话

东北官话

东北官话

东北官话

主要销售市场
山东
北京
吉林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辽宁

黑龙江
北京
吉林
辽宁
北京

方言区
冀鲁、胶辽、中原官话

北京官话
东北官话
东北官话
东北官话

冀鲁、胶辽、中原官话
东北、胶辽官话

东北官话
北京官话
东北官话

东北、胶辽官话
北京官话

占外销企业比重
67.24%
67.24%
62.07%
68.57%
54.29%
54.29%
71.93%
64.91%
55.26%
72.46%
68.12%
59.42%

抽样城市

南宁市

重庆市

贵阳市

昆明市

方言区

西南官话、粤语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主要销售市场

广东

云南

贵州

湖南

四川

贵州

湖北

广东

湖南

重庆

四川

广西

贵州

广东

四川

广西

方言区

粤语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湘语、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粤语

湘语、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粤语

西南官话

粤语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粤语

占外销企业比重

75.81%
54.84%
51.61%
46.77%
79.46%
59.82%
54.46%
52.68%
70.51%
69.23%
67.95%
65.38%
54.55%
51.52%
45.45%
40.91%

表 1 东北地区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

表 2 西南地区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2003年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整
理、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2003年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整
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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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以及企业等多个维度的特征变量，控制这些变量意义在于，尽可能吸收影响企业跨省份贸易的因素，从而

提高估计的精度。具体地，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如下条件概率的形式：

（2）
其中，lnDistij为 i市到 j省份省会的球面地理距离的对数；borderij为 i市所在省份与 j省份是否为邻省份的二

元变量，是为 1，否为 0。这两个双边变量度量的是地理上的邻近性。地理上的邻近性一方面影响企业在贸易

过程中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与方言距离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加以控制。λi和 ηs分别表示企业所在城市和所

属行业的哑变量，分别控制影响企业跨省份贸易特定的城市和行业因素。

Zf和 Zj分别表示企业特征变量和销售目的省份的特征变量。依据国际贸易理论，这些变量具体包括②：

（1）企业生产率（lnVA）。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是影响企业跨国（或跨区域）市场进

入的关键因素（Melitz，2003；黄玖立、冼国明，2012；Huang et al.，2015）。在本文中，企业生产率具体定义为人

均增加值，即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减去中间投入）与雇员人数之比，为 2000~2002年 3年的平均值。（2）企业规

模（lnScale），用企业的雇员人数表示，具体定义为 1999~2002年 4年的企业平均雇员人数。（3）企业资本密集度

（lnKLR），即资本劳动比，定义为 2000~2002 年企业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雇员人数之比的 3年平均值。（4）企业

年龄（lnAge），定义为 2002 减去企业成立的年份。（5）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包括“是否为国有企业”（SOE）与“是

否为外资企业”（Foreign）两个二元变量，其中外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或跨国公司的分支或子公司。这样，

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基准类别即为内资非国有企业。（6）广告（AD）。广告是重要的营销策略和市场开拓手段，

与企业的跨区域市场进入关系密切。因此，本文依据问卷中的D2问题构造了度量企业广告策略的变量。D2
问题要求被调查企业在互联网、报纸、广告牌、杂志、电视、收音机 6种形式中选择本企业的广告策略。我们以

企业采用的广告策略的数目，作为度量企业营销力度的变量。此外，目标市场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水平是影

响企业进入决策的关键因素，故基准回归模型还控制了销售目的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lnGDP）和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lnGDP_p），均为 1992~2002年的平均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二）工具变量

就内生性问题而言，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区域间的双边变量，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层面的变量，因此不太

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的问题，但是仍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具体而言，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偏差，研究

中应尽量排除那些既影响区域间贸易、同时又与区域间方言距离相关的因素的干扰。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

中控制了双边地理距离和是否邻省份的虚拟变量，以排除地理距离因素的干扰。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

能保证基准回归已经排除了全部“混淆”因素（confounding factors）的干扰，亦即除地理距离因素之外，仍有可

能存在难以观测和度量的其他因素既影响区域间贸易同时又与方言距离相关。

在本文的背景下，这类遗漏变量主要是反映区域之间差异性（或者反过来说，相近性）的双边因素，比如地

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方言以外其他维度的文化差异等。这些反映区域之间差异性的双边因素，一方面可能与

区域之间的方言差异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又是构成区域间贸易成本的潜在因素，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跨区域

贸易行为，但是这类因素通常难以准确地刻画和度量。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解

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保证本文估计结果的可信性和稳健性。另一方面，本文也试图通过工具变量的方法，

识别和检验移民作为方言文化经济影响的历史根源。

如前文所述，历史地理学和汉语语言学关于移民与方言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为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

量的实证策略提供了扎实的依据（周振鹤、游汝杰，2006）。鉴于历史移民对于汉语方言地理的决定性影响，本

文依据历史学文献中关于大规模移民的记载和研究，收集和整理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大规模跨省移民的信息，

以双边移民作为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清代和民国是距今最近且足够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今天的地域文

化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多由灾荒、战乱引发，比语言文化因素更具外生性和随

机性，同时又不太可能对现今企业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选择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双边移民作为工具变

量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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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的历史学文献是葛剑雄教授主编、曹树基教授撰写的《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和《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两部著作代表了目前中国人口史和移民史

研究的最高水平，学术权威性为历史学界所公认。《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发

生的历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依本文的研究需要，理想的情形是：获得样本中 18个城市与除本省份和西藏外 29
个省份之间 522对双边移民人口的数量，从而准确地刻画历史上这些地区之间的移民关系。然而，历史文献

记载的模糊性和局限性，使得理想的情形很难实现：中国历史记载普遍缺乏精确的统计，有关“量”的记录和描

述多使用约数，因此仅能大体推断移民的规模和影响。少量略详细的移民统计，鉴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也往往

仅限于局部地区，远不能满足本文的数据需要。鉴于此，本文通过细致梳理《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和《中国移

民史·第六卷》中对历次移民迁徙路线的论述，系统收集和整理了历次移民中迁移人口的主要来源地和迁入

地，从而构造了一个双边移民的二元变量作为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具体定义为：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历次大

规模移民活动中，如果双方之间一方曾是另一方的主要移民来源地，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清代和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发生多次大规模移民的时期，对后世人口、文化的地理格局具有

深刻影响。因此，在本小节的最后，我们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移民的历史脉络做一个简要的归纳和概述。清兵

入关实际上可看作满族人口由关外向关内的迁移，也标志着清代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开始。在西南地区，由于

明末清初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四川成为清代前期移民的重点，来自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的移民大量迁

入，史称“湖广填四川”。此外，湖南、湖北以及江西等省人口大量迁入贵州和云南，与“湖广填四川”共同构成

清代前期的西南移民潮。乾隆、嘉庆年间，来自湖南、安徽及四川的移民大批迁入陕西，形成了对清代前期开

始的“湖广填四川”的延续。在东南地区，最显著的是闽、粤客家人的移民活动：闽西移民迁入浙南山区；粤东

移民迁入沿海平原，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迁入广西。此外，福建、广东移民大规模渡海迁台，构成台湾史上最

大的移民浪潮。在北方，山东、河北移民迁往关外，早期主要迁入辽宁，然后逐渐扩展至东北全境，到民国时期

达到高潮，史称“闯关东”。清代后期的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引发新的移民运动。江苏、浙江等地的移

民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大量迁入上海，带来了上海的繁荣。西部回民战争结束以后，来自河南、山西的移民迁入

陕西关中平原以及甘肃。在光绪大灾结束以后，来自河南、湖北等地的人口迁入山西灾区。民国时期，在开放

边疆移民的背景下，大量人口迁入北方边外地区。此后，未再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人口分布趋向稳定。表 3
列示了本文在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中所涉及变量的描述统计。

五、估计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 4 报告了根据（2）式的基准估计结果。前三列

是基于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

后三列是基于极大似然法估计的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

果。为了解释估计系数的经济学含义，并且便于与线

性概率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较，本文报告的 probit 模
型的估计系数均为平均边际效应。第（1）、（4）两列控

制了双边变量、企业特征变量和销售目的市场的特征

变量；第（2）、（5）两列进一步控制企业所属行业的哑

变量；最后，第（3）、（6）两列同时控制企业所属行业和

所在城市的哑变量。

估计结果显示，方言距离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负，即在控制了地理距离、是否邻省等双

边因素以及企业特征变量、销售目的地特征变量、企

表 3 变量描述统计

注：#表示该变量为二元或离散变量。

变量
被解释变量

trade#
双边变量

dia_dist
migration#

lnDist
border#

企业特征变量
lnVA

lnScale
lnKLR
lnAge
AD#
SOE#
Foreign#

销售市场特征变量
lnGDP

lnGDP_p

含义

市场进入

方言距离
双边移民

地理距离取对数
共同边界

人均增加值取对数
雇员人数取对数

资本劳动比取对数
企业年龄取对数

广告手段数
是否为国有企业
是否为外资企业

GDP取对数
人均GDP取对数

观测值数目

33618
522
522
522
522
1161
1161
1161
1161
1161
1161
1161
30
30

平均值

0.398
2.489
0.178
7.048
0.165
2.872
5.268
4.055
2.378
1.808
0.273
0.102
7.489
8.637

标准差

0.490
0.602
0.383
0.572
0.371
1.593
1.513
1.414
0.876
1.695
0.446
0.303
0.884
0.540

最小值

0
0.355

0
5.075

0
-4.546

0
-3.419
0.693

0
0
0

5.323
7.658

最大值

1
3
1

8.137
1

10.184
11.303
12.210
3.951

6
1
1

8.952
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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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属行业和所在城市的固定效应以后，方言距离仍然显著降低了企业跨省销售的概率，亦即在其他条件一

定时，企业更倾向于进入方言与本地接近、地域文化与本地趋同的外省市场。更具体来说，企业所在城市与销

售市场的方言距离每增大一个层级，比如从同一方言片到同一方言区的不同方言片，企业进入该市场销售产

品的概率平均降低大约 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即便排除了与运输、通讯等与贸易成本密切相关的地理因素，

方言与地域文化对企业区域间贸易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这表明，即便是一国之内的区域间贸易，语言、文化

因素也是贸易成本的独立来源。此外，如表 4所示，基准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并未因估计方法、回归

模型以及控制变量的不同而发生明显改变。

如表 4所示，其余变量的估计结果③也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比如地理距离对企业的跨省贸易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这与引力模型是一致的；企业的生产率和规模对跨省市场进入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

论是一致的；此外，如我们所预期的，估计结果显示，企业采用的广告策略的数目与其市场开拓行为正向相关。

（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表 5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第（1）列为基于极大似然法的 IVprobit估计结果，第（2）、（3）两列是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由前两列可知，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显示，方言距离对企业的跨区域贸易

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比于基准估计结果，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没有明显改变，估计系数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估计系数的绝对值略有提高。这表明，基准估计结果是可信的，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良好

的稳健性。

由第（3）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可知，双边移民与方言距离显著正相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移

民对方言地理形成的影响。此外，在第一阶段

回归中，工具变量双边移民的 F 统计量（即 t 统
计量的平方）高达 1352.03，远远超过 Staiger 和
Stock（1997）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 10。显

然，本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在第（4）~（7）列，本文将工具变量双边移

民加入回归模型。在第一种情形，我们没有在

模型中控制方言距离，而是直接考察历史上的

双边移民对现今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历史移民对企业跨省贸易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此后，我们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

方言距离。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方言距离以

后，双边移民变量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大幅降

低，而且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方言距离的估

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估计系数的绝对值与基

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历史上

的移民活动通过塑造方言和地域文化影响当今

企业的行为，而且方言和地域文化是这种影响

的唯一作用渠道。这一方面表明历史上的移民

关系作为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很好地满足了

外生性，或更准确地说，排他性的条件（exclu⁃
sion restriction）；另一方面，也直观地表明，方

言、文化的经济影响实际上可以视为历史上移

民活动的一种长期影响。

表 4 基准估计结果

注：（1）***、**、*分别表示 1%、5%、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在城
市-省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差；（3）probit模型的估计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

dia_dist

双边控制变量

lnDist

border

企业特征变量

lnVA

lnScale

lnKLR

lnAge

AD

SOE

Foreign

销售目的省份特征变量

lnGDP

lnGDP_p
Sector Dummy
City Dummy

adj. R2

pseudo R2

N

(1)
LPM

-0.0398***

(0.00728)

-0.0946***

(0.0103)
0.0822***

(0.0154)

0.0534***

(0.00207)
0.0577***

(0.00201)
-0.0157***

(0.00197)
-0.0122***

(0.00420)
0.0545***

(0.00191)
0.0416***

(0.00664)
-0.0239**

(0.00967)

0.0510***

(0.00556)
0.0412***

(0.00887)
NO
NO

0.170

33618

(2)
LPM

-0.0431***

(0.00704)

-0.0930***

(0.0102)
0.0825***

(0.0149)

0.0497***

(0.00198)
0.0536***

(0.00208)
-0.0159***

(0.00193)
-0.00760*

(0.00428)
0.0550***

(0.00192)
0.0495***

(0.00699)
-0.0462***

(0.0100)

0.0515***

(0.00550)
0.0416***

(0.00841)
YES
NO

0.195

33618

(3)
LPM

-0.0438***

(0.00879)

-0.103***

(0.0101)
0.0741***

(0.0125)

0.0495***

(0.00206)
0.0540***

(0.00208)
-0.0142***

(0.00198)
-0.00405
(0.00423)
0.0546***

(0.00188)
0.0490***

(0.00720)
-0.0369***

(0.0107)

0.0508***

(0.00466)
0.0419***

(0.00723)
YES
YES
0.208

33618

(4)
Probit

-0.0394***

(0.00723)

-0.0931***

(0.0102)
0.0776***

(0.0148)

0.0542***

(0.00222)
0.0557***

(0.00195)
-0.0155***

(0.00204)
-0.0107**

(0.00415)
0.0519***

(0.00179)
0.0416***

(0.00671)
-0.0237**

(0.00928)

0.0522***

(0.00573)
0.0404***

(0.00857)
NO
NO

0.136
33618

(5)
Probit

-0.0437***

(0.00686)

-0.0911***

(0.0102)
0.0777***

(0.0144)

0.0501***

(0.00206)
0.0512***

(0.00201)
-0.0153***

(0.00200)
-0.00625
(0.00420)
0.0525***

(0.00177)
0.0482***

(0.00699)
-0.0455***

(0.00944)

0.0526***

(0.00566)
0.0412***

(0.00810)
YES
NO

0.159
33618

(6)
Probit

-0.0452***

(0.00802)

-0.100***

(0.0106)
0.0706***

(0.0124)

0.0499***

(0.00215)
0.0516***

(0.00201)
-0.0140***

(0.00204)
-0.00145
(0.00415)
0.0521***

(0.00171)
0.0464***

(0.00718)
-0.0368***

(0.0100)

0.0515***

(0.00483)
0.0417***

(0.00668)
YES
YES

0.171
3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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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讨论

本节将从 3个方面对方言文化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展开进一步讨论。首先，影响机制的分析。我们首先

通过控制普通话水平、将样本范围缩小至官话区和北方方言区的方式，进一步排除交流障碍，从而更加准确地

识别方言的“文化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从企业定制化生产的角度，进一步识别方言与地域文化作为非正式

制度影响企业区域间贸易的机制。其次，稳健性检验。我们通过使用方言距离的替代指标、剔除移民城市以

及依据行业分样本回归 3种方式，来检验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最后，我们考察企业在生产率、规模和广告

策略方面的异质性与方言文化影响的交互效应。

（一）方言的“文化效应”检验

如前文所述，一般认为，方言的影响大体通过两个渠道起作用：（1）方言差异造成的语言不通，从而导致沟

通方面的障碍，即方言的“交流效应”；（2）方言差异所反映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影响着人们彼此之

间在身份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即方言的“文化效应”。本文认为，在普通话基本普及、方言与普通话并

用的现实背景下，方言差异已不大可能构成企业在市场开拓过程中的语言障碍，但是，方言、“口音”背后所反

映的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会成为一种无形的交易成本，对企业行为产生微妙的影响。

为此，本文借鉴刘毓芸等（2015）和戴亦一等（2016）的做法，采用两类方式排除交流障碍，从而更加准确地

识别方言的“文化效应”。第一类方式是控制企业所在省份和销售目的省份的普通话水平。本文采用《中国语

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统计的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能用普通话与人交

谈的人口比例，作为度量普通话水平的变

量。第二类方式是缩小样本范围。我们

注意到，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属

于官话，不同地区的方言之间虽有差异，

但是沟通障碍不大；相比之下，南方方言

之间差异巨大，不同方言之间交流非常困

难。因此，我们首先聚焦官话大区内部

（即抽样城市和销售目的省份均位于官话

区），并进一步剔除使用西南官话的地区，

在这个方言交流障碍较小的子样本内，考

察方言对企业跨省贸易的影响。然后，在

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剔除江苏和安徽两

省，同时加入山西和内蒙古两个省区，构

建一个更加“北方”的子样本。这样做的

原因在于，被剔除的两个省位于中国南北

方的交界地带，通常被认为是南方省份，

而且虽然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使用官话，但

也有少数地区使用吴语、徽语、赣语等南

方非官话方言；新加入的两个省区位于中

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使用晋语，少数地区

使用官话，属于北方方言区。

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第（1）和（2）列

报告了控制企业所在省份和销售目的省

表 5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注：（1）***、**、*分别表示 1%、5%、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3）ivprobit和 probit模型的估计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

dia_dist

migration

双边控制变量

lnDist
border

企业特征变量

lnVA
lnScale
lnKLR
lnAge
AD

SOE

Foreign

销售目的省份特征变量

lnGDP
lnGDP_p

Sector Dummy
City Dummy

adj. R2

pseudo R2

N

(1)
IVprobit

-0.0657***

(0.0205)

-0.0959***

(0.0074)
0.0656***

(0.01)
0.0499***

(0.0019)
0.0516***

(0.002)
-0.01403***

(0.00209)
-0.00144
(0.00341)
0.052***

(0.0015)
0.0463***

(0.0066)
-0.0367***

(0.00861)
0.0527***

(0.00332)
0.044***

(0.0055)
YES
YES

33618

(2)
2SLS

second stage
-0.0681***

(0.0223)

-0.0978***

(0.00770)
0.0683***

(0.0107)
0.0495***

(0.00191)
0.0540***

(0.00205)
-0.0142***

(0.00206)
-0.00405
(0.00346)
0.0546***

(0.00157)
0.0490***

(0.00677)
-0.0369***

(0.00880)
0.0523***

(0.00338)
0.0446***

(0.00569)
YES
YES
0.208
33618

(3)
first stage

-0.342***

(0.00929)
0.129***

(0.00733)
-0.149***

(0.00944)
0.0000666
(0.00186)

-0.0000590
(0.00199)
0.0000753
(0.00199)

-0.00000602
(0.0034)

0.0000393
(0.00156)
-0.000304
(0.00663)
-0.000232
(0.008975)
0.0865***

(0.00311)
0.0690***

(0.00664)
YES
YES
0.499
33618

(4)
Reduced Form

LPM

0.0233***

(0.00762)
-0.107***

(0.00652)
0.0785***

(0.00950)
0.0495***

(0.00191)
0.0540***

(0.00205)
-0.0142***

(0.00206)
-0.00405
(0.00346)
0.0545***

(0.00157)
0.0490***

(0.00678)
-0.0369***

(0.00882)
0.0464***

(0.00308)
0.0399***

(0.00522)
YES
YES
0.206
33618

(5)
LPM

-0.0422***

(0.00872)
0.00886
(0.0107)
-0.101***

(0.0109)
0.0722***

(0.0122)
0.0495***

(0.00206)
0.0540***

(0.00208)
-0.0142***

(0.00198)
-0.00405
(0.00423)
0.0546***

(0.00188)
0.0490***

(0.00720)
-0.0369***

(0.0107)
0.0501***

(0.00450)
0.0428***

(0.00724)
YES
YES
0.208
33618

(6)
Probit

0.0222***

(0.00704)
-0.105***

(0.00626)
0.0746***

(0.00885)
0.0499***

(0.00190)
0.0516***

(0.00199)
-0.0141***

(0.00209)
-0.00137
(0.00341)
0.0521***

(0.00151)
0.0465***

(0.00660)
-0.0369***

(0.00862)
0.0470***

(0.00315)
0.0389***

(0.00510)
YES
YES
0.170
33618

(7)
Probit

-0.0437***

(0.00794)
0.00753
(0.0105)

-0.0989***

(0.0113)
0.0690***

(0.0119)
0.0499***

(0.00215)
0.0516***

(0.00201)
-0.0140***

(0.00204)
-0.00145
(0.00415)
0.0521***

(0.00171)
0.0464***

(0.00718)
-0.0368***

(0.0100)
0.0508***

(0.00467)
0.0425***

(0.00673)
YES
YES
0.171
3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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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普通话水平的估计结果，第（3）~（6）列报告了官话区和北方方言区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方

言距离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仍然显著为负。这表明，在进一步排除了“交流效应”干扰后，方言距

离仍然对企业的跨区域贸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方言的“文化效应”。

（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方言与地域文化

前一小节通过排除语言交流因素的干扰，验证了方言的“文化效应”是影响区域间贸易的重要渠道。那

么，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文化效应”具体意味着什么呢？在本小节，我们通过考察方言对不同类型产品贸易

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识别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代表影响区域间贸易的具体机制。

Rauch（1999）根据差异性程度，将产品分为有交易场所（organized exchanges）的产品、有参考价格（refer⁃
ence prices）的产品、两者都没有（neither）的差异性产品。三类产品从“同质性”（homogeneous）到“差异性”（dif⁃
ferentiated）依次递进。Rauch（1999）、Rauch和 Trindade（2002）研究表明，相比于同质性产品，差异性产品的国

际贸易受语言、移民关系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大。Nunn（200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中产品

的差异性、专用性程度越高，对交易的制度环境越敏感，因而良好的契约制度是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这

背后的道理不难理解：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Grossman and Hart，1986），企业所生产产品的差异性程度越高，

专用性越强，在市场交易中面临事后违约的风险就越大，就越依赖于契约的有效执行，因而对契约制度环境也

就越敏感。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中，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等正式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在这种背景下，

方言与地域文化及其所表征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信任，事实上扮演着非正式制度的角色，往往是构成商业“软”

环境的重要元素。换言之，企业在跨区域贸

易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会关注外省份市场的

制度环境，还会特别考虑地域文化的因素。

依此逻辑，本文试图考察方言文化的影响在

产品类型方面的异质性，从而识别方言与地

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区域间贸

易的机制。问卷中的E9问题调查了企业定

制化生产（产品无法出售给其他客户）的比

重。不同于标准化产品，定制化产品是基于

顾客个性化需求生产的“专用性”产品，其购

销行为属于典型的双边关系特定型契约，产

品价值在购销契约之外将会大大降低。本

文根据定制化生产的比重，将样本内企业区

分为不从事定制化生产和从事定制化生产

的企业。我们预期，由于定制化产品具有高

度差异性和专用性，其交易活动对方言与地

域文化的影响更为敏感，因此方言对从事定

制化生产的企业的跨区域贸易的影响更大。

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与预期相一致，

定制化生产与方言距离交乘项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负，即从事定制化生产的企业对方言

文化的影响更为敏感。这间接验证了方言

与地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机制：从

事定制化生产的企业进入方言距离较远的

表 6 方言的“文化效应”检验

注释：（1）***、**、*分别表示 1%、5%、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在城
市-省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差；（3）probit模型的估计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下同。

dia_dist

putonghua_firm

putonghua_dest

双边控制变量

企业特征变量

销售省份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adj. R2

pseudo R2

N

(1)
控制普通话水平

LPM
-0.0499***

(0.00721)
0.00174***

(0.000248)
-0.000124
(0.00028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0.198

33618

(2)

Probit
-0.0510***

(0.00687)
0.00180***

(0.000248)
-0.000170
(0.00028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0.162
33618

(3)
官话区

LPM
-0.0503**

(0.020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188

6224

(4)

Probit
-0.0395**

(0.0198)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155
6224

(5)
北方方言区

LPM
-0.0504**

(0.024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191

7651

(6)

Probit
-0.0419***

(0.014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159
7651

表 7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方言与地域文化：企业定制化生产

dia_dist

dia_dist×custom

custom

双边控制变量

企业特征变量

销售省份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N
adj. R2

pseudo R2

(1)
LPM

-0.0475***

(0.00877)

-0.0274***

(0.0055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32052
0.206

(2)
LPM

-0.0391***

(0.00885)
-0.0120***

(0.0021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32052
0.207

(3)
LPM

-0.0310***

(0.0102)
-0.0234***

(0.00857)
0.0300
(0.022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2052
0.207

(4)
Probit

-0.0490***

(0.00799)

-0.0240***

(0.0055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2052

0.171

(5)
Probit

-0.0415***

(0.00809)
-0.0106***

(0.0021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2052

0.171

(6)
Probit

-0.0328***

(0.00979)
-0.0230***

(0.00867)
0.0324
(0.022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2052

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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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市场的倾向更低，或者反过来说，从事定制化生产的企业更愿意或更容易进入地域文化与本地更加接近

的市场。这意味着在契约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地域文化所蕴含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契约执

行提供保证，从而降低事后违约风险。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使用方言距离的替代指标，来考察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第二节中已经说明，由于数

据所限，我们仅知道 i市的企业是否进入 j省销售，但并不清楚具体进入了 j省份的哪些地区。因此，我们采用

按人口占比加权的方式计算了 i市到 j省份的方言距离。本小节我们换一种思路，即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

方言距离。试想，如果一家企业进入外省份销售，那么它最有可能或者主要会销往哪个地区呢？一个相对合

理的推断是省会。省会是一省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通常也是省份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对于一省份的经济

发展举足轻重。省会对于外省份企业的特别吸引力在于，稠密的人口造就了充足的市场规模和潜力，这使得

省会城市通常市场开放程度较高。我们可以观察到，省会城市通常外地商品种类最丰富，拥有的外地企业分

支机构数量最多。基于这些认识，本文认为，省会很可能是跨省份销售企业在外省份最主要的销售市场，因

此，有必要聚焦企业所在城市与外省份省会的方言差异。于是，我们用 i市到 j省份省会的方言距离，重新考察

方言文化对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影响。

此外，我们注意到，在本文所涉及的抽样城市和省会城市的范围内，城市内部的方言归属比较一致，即其

所属全部或大部分区县同属于一个方言片，暂且称之为主导方言片。于是，我们选择每个城市的主导方言片

作为该市的方言归属，然后基于此构造了关于 i市与 j省份省会方言一致性的 3个二元变量：“是否同属一个方

言大区”（dia1）、“是否同属一个方言区”（dia2）和“是否同属一个方言片”（dia3），来直接考察城市之间在不同

方言地理层级上的一致性对企业跨区域贸易的影响。3个变量的赋值规则均为：是为 1，否为 0。
估计结果如表 8所示。由表 8的第（1）列和第（5）列可知，企业所在城市到外省份省会的方言距离的估计

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只是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较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略小。这表明，使用不同的方言距离指标

并不影响本文的核心结论。其余各列报告了分别加入 3个方言一致性二元变量时的估计结果。3个二元变量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从方言一致性的角度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结论，表明企业更倾向于进入方言与本地

接近、地域文化与本地趋同的外省市场。

剔除移民城市。在样本中的 18个城市中，深圳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新崛起

的“移民城市”。深圳的常住居民中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因此地域文化特征相对较弱。所以，当

地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时在语言文化的考量上，可能会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

稳健性，我们将深圳市的企业剔除后，重新估计回归模型。

考虑行业异质性。样本内全部 2400家企业分布在 4个服务业行业和 10个制造业行业。我们通过计算发

现，在样本内 1616家制造业企业中，有 1008
家将产品销售到外省，跨省份销售企业的比

重超过 67%；相比之下，在样本内 784 家服

务业企业中，仅有 256家企业进入外省份市

场，占比仅为 32.65%，不及制造业比例的一

半。因此，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在跨省份销

售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考虑到制

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异质性，我们依据行业

分样本回归，考察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和

普遍性。

表 9 报告了剔除移民城市以及制造业、

服务业分样本回归的估计结果。如表 9 前

表 8 稳健性检验（Ⅰ）：方言变量替代指标

dia_dist

dia1
dia2
dia3

双边控制变量
企业特征变量
销售省份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adj. R2

pseudo R2

N

(1)
LPM

-0.0324***

(0.0069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207
33618

(2)
LPM

0.0286***

(0.0070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206
33618

(3)
LPM

0.0854***

(0.017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208
33618

(4)
LPM

0.0472**

(0.023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206
33618

(5)
Probit

-0.0327***

(0.0067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171
33618

(6)
Probit

0.0282***

(0.0072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170
33618

(7)
Probit

0.0848***

(0.017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171
33618

(8)
Probit

0.0492**

(0.023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170
3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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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所示，在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子样本内，方言距离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由此可见，无论是制造

业企业还是服务业企业，都不能摆脱文化因素对商业决策的影响。如（5）、（6）两列所示，剔除深圳企业后的估

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和普遍意义④。

（四）企业异质性与方言的影响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顾名思义，强调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来解释出口行为（Melitz，2003）。相比于非出

口企业，出口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规模。因为只有高生产率企业、大企业有能力承担出口行为引致

的贸易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利。黄玖立和冼国明（2012）、Huang等（2015）研究表明，这一逻辑同样适用

于企业在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因此，本小节试图考察企业异质性与方言文化影响的交互效应，即生产率、企业

规模这些影响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关键因素，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方言文化差异的阻碍作用呢？

此外，如前文所述，广告是重要的营销策略和市场开拓手段，与企业的跨区域市场进入关系密切。广告对

企业跨区域贸易的推动，主要体现在对不对称信息问题的克服：一方面，广告通过传播有关产品功能、品质的

信息，增进潜在顾客对产品的了解；另一方面，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企业可以通过广告，向市场发送有关产

品品质和企业实力的“信号”，从而树立企业品牌，赢得市场的信任。这两点都有助于企业开拓外地市场，参与

跨区域贸易。所以，我们还将特别关注广告在放松方言文化约束中所扮演的角色。

估计结果如表 10所示，我们在 3组回归中分别加入了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广告手段数与方言距离

的交乘项。估计结果显示，3个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同时，方言距离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企业生

产率、规模和广告手段数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这表明，高生产率企业和大企业在跨区域贸易

的选择上，受方言文化的约束较小；积极的广告营销

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克服方言文化

障碍。

七、结论与启示

语言、文化与贸易是文化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

的经典问题。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广阔的地理疆

域，一方面孕育了多元的地域文化和语言上的“南腔

北调”，另一方面促成了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既分

割又融合的区域经济格局，这为检验这一经典命题

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

本文通过构造区域间的方言距离，度量不同地区

之间方言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程度，然后结合世界

银行调查数据所提供的中国企业跨省销售的信息，

实证检验了方言与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之间的因果

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据历史学文献中关于大规

模移民的记载和研究，收集整理了清代和民国时期

大规模跨省份移民的信息，并据此构造了双边历史

移民变量作为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从而进一步识

别和检验了方言影响区域间贸易的历史根源。此

外，本文通过排除交流障碍，验证了方言的“文化效

应”；并从企业定制化生产的角度，进一步识别了方

言与地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区域间贸易

表 10 方言影响的企业异质性

表 9 稳健性检验（Ⅱ）

dia_dist

双边控制变量

企业特征变量

销售省份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N
adj. R2

pseudo R2

(1)
制造业

LPM
-0.0427***

(0.0091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7892
0.225

(2)

Probit
-0.0439***

(0.0084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7892

0.187

(3)
服务业

LPM
-0.0491***

(0.014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726
0.189

(4)

Probit
-0.0505***

(0.0148)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726

0.162

(5)
剔除移民城市

LPM
-0.0425***

(0.0087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2285
0.210

(6)

Probit
-0.0438***

(0.0080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2285

0.173

dia_dist

dia_dist×lnVA

dia_dist×lnScale

dia_dist×AD

lnVA
lnScale
AD

双边控制变量
企业特征变量
销售省份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N
adj. R2

pseudo R2

(1)
生产率

LPM
-0.0671***

(0.0111)
0.00807***

(0.00289)

0.0298***

(0.00744)
0.0542***

(0.00208)
0.0546***

(0.00188)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618
0.208

(2)
Probit

-0.0706***

(0.0122)
0.00888***

(0.00294)

0.0284***

(0.00755)
0.0518***

(0.00201)
0.0521***

(0.0017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618
0.171

(3)
企业规模

LPM
-0.0790***

(0.0157)

0.00667**

(0.00275)

0.0497***

(0.00206)
0.0378***

(0.00701)
0.0546***

(0.00188)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618
0.208

(4)
Probit

-0.0736***

(0.0165)

0.00541**

(0.00268)

0.0500***

(0.00215)
0.0385***

(0.00686)
0.0521***

(0.0017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618
0.171

(5)
广告

LPM
-0.0580***

(0.00881)

0.00772***

(0.00287)
0.0497***

(0.00206)
0.0544***

(0.00208)
0.0355***

(0.0070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618
0.208

(6)
Probit

-0.0559***

(0.00910)

0.00615**

(0.00272)
0.0501***

(0.00215)
0.0519***

(0.00201)
0.0368***

(0.0065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618
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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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最后，我们还从企业生产率、规模、广告策略等多个维度，考察了方言文化的影响在企业层面的异质

性。本文研究表明：

第一，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在控制了地理距

离、边界等双边因素以及企业特征变量、销售目的地特征变量、企业所属行业和所在城市的哑变量以后，方言

距离显著降低了企业跨省销售的概率；亦即在其他情况一定的条件下，企业更倾向于进入方言与本地接近、地

域文化与本地趋同的外省市场。

第二，工具变量回归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验证了基准回归的可信性。更具有启发意义的

是，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历史上的移民关系与方言距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并且仅通过方言的渠道影响现

今企业的跨区域贸易活动。这表明，方言、文化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可以视为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一种长期

影响。

第三，方言与地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是影响企业跨区域贸易的重要机制。而且，方言文化的影响表现

出企业层面的异质性：高生产率企业和大企业在跨区域贸易的选择上，受方言文化的约束较小；积极的广告营

销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克服方言文化障碍。

本文的研究为中国企业的国内跨区域贸易行为提供了一个基于文化和历史视角的解释，同时也为语言、

文化与国际贸易这一经典命题提供了一个来自“国内”企业层面的证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也具有一定的政策

启示。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疆域广阔、文化多元的大国，文化、历史等深层和长期因素对企业跨地区贸易

的影响不可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国内区域经济融合的一种壁垒。但是，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对

方言与地域文化的解读也意味着，传统因素对企业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与正式制度的完善与健全程度密切

相关，即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越完善，越能消解传统因素对企业的“束缚”。因此，进

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对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国内区域经济在更深层次上融合具有重

要意义。

（作者单位：高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黄玖立，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李坤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责任编辑：李逸飞）

注释

①由于缺乏西藏自治区的方言信息，本文所考虑的销售目的省份不包括西藏（事实上，样本内进入西藏销售的企业非常少。因

此，剔除西藏对本文的分析影响很小）。这样，在全国 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去掉企业所在的“本省份”和西藏，每家（外销）企业都面

临共计 29个潜在的销售目的省份。

②这些变量除代表企业所有制的二元变量、广告手段数（离散变量）外，均取对数。

③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不是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其估计结果也不一定具有因果性。因此，本文对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只做适当参

考，不做细致分析。

④此外，本文还依据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企业所在地区（东、中、西部）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与基准估

计结果基本一致（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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